
第22卷 第2期

2020年 3月

东 北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JournalofNortheasternUniversity(SocialScience)

Vol.22,No.2
Mar.2020

doi:10.15936/j.cnki.1008 3758.2020.02.009

  收稿日期:2019 08 2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资助项目(15CGL07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19YJC630037);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N2014008);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资助项目(2018lslktqn-024)。
作者简介:张景奇(1982 ),男,辽宁鞍山人,东北大学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城市治理研究;高 佳(1988 ),女,辽宁丹东

人,东北大学讲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土地经济管理研究。

辽宁省“五化”协同发展的
动态变化及提升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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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梳理“五化”协同内涵的基础上,从各“化”间的关联角度探究“五化”协同发展的机

理,通过建立辽宁省“五化”协同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计算辽宁省“五化”综合发展指数,运用耦合

度函数测算“五化”耦合度,运用协同度模型测算“五化”协同度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五化”综合

发展指数整体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信息化发展指数最高,工业化发展指数最低;“五化”耦合度处

于中高度耦合水平,相互间关系很强烈;“五化”协同度呈现缓慢增长趋势,前期发展较快,后期发

展趋于缓慢。因此,辽宁省要以信息化为引领,带动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以信息化、绿
色化为目标带动新型智慧城镇化建设,实现辽宁的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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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discussestheconceptionandthemechanismofsynergistic
developmentof“FiveModernizations”,establishesthesynergisticindexsystemof
“Five Modernizations”for Liaoning Province,andcalculatesthesynergistic
developmentindexviaentropymethodandthecouplingdegreeandsynergyof
synergisticdevelopmentviacouplingfunction.Theresultshowsthattheoverall
developmentindexof “Five modernizations”isgrowing.Theinformatization
developmentindexisthehighestwhereastheindustrializationdevelopmentindexis
thelowest.Thecouplingdegreeof“FiveModernizations”isinthemediumhigh
couplinglevelarea,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misverystrong.The
synergisticdegreeof“FiveModernizations”showsaslowgrowthtrend,withrapid
developmentintheearlystageandslowdevelopmentinthelaterstage.Therefore,
LiaoningProvinceshouldtakeinformatizationastheguidetodrivethedevelopment
ofnewindustrializationandmodernagriculture,promotetheconstructionofnew
intelligenturbanization withthegoalofinformatizationandgreenization,and
realizetheoverallrevitalizationofLiaoning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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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3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

出“绿色化”概念,并正式将“绿色化”纳入国家发

展的总体布局,由此,我国的整体发展战略从“四
化”同步上升为“五化”协同,即新型工业化、信息

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的协同发

展。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的“四化”同步

到2015年的“五化”协同,最为显著的改变是绿色

化发展理念的加入[1]。绿色化发展是在传统发展

模式上的一种创新,是将环境保护彻底融入各项

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

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正确处

理好经济发展同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

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

展生产力的理念”,这一论述饱含尊重自然、谋求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观和发展理念,是对促

进当前经济增长关键因素的深刻阐述。与西方以

工业化为主导,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绿色

化依次发展的情况不同,中国的“五化”需在较短

时间内协同发展极具挑战,却也是实现中国可持

续发展、促进国家治理转型必不可少的一环。

一、文献回顾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都对“五化”相关内

容进行了深入研究。早期许多国外学者认为工业

化会引起环境污染和疾病威胁,苏联、尼日利亚、
日本等国家“卓越”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背后是

城市环境极度破坏,工业废水、烟雾、废物等极大

影响着人们的健康[2]。20世纪中期,美国率先开

启了第三次科技革命,开启了信息化时代。信息

化是其他“三化”发展的重要支撑,推进生产力改

革、加快产业转型,广泛应用于医学、建筑、教育等

各行各业[3],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

Kraemer等[4]通过分析1984—1990年亚太地区

12个国家信息技术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

信息投资中增长率较高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也持

续升高。相对而言,西方绿色化的开启时间晚于

其他几“化”,当人类过度使用环境去实现经济增

长时,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也开始层出不

穷[5],自20世纪70年代起,各国政府开始投入数

十 亿 美 元 来 治 理 环 境,但 收 效 甚 微[6]。

Inglehart[7]曾通过调查43个国家人民对于环境

问题的看法,发现工业化较为发达的西方国家环

境都已得到大幅改善,但是处于早期工业化的国

家环境质量大都很糟糕,因为民众更愿意牺牲环

境而换取经济效益。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在侧重

于研究一“化”或两“化”间的作用机制、机理格局、
演变过程等方面,多是从工业化城镇化与劳动力

转移的关系、人口集聚、经济聚集等社会细部窥探

各“化”之间发展的关系演进。
在中国,自1945年毛泽东首次提出工业化道

路至2015年党中央提出“五化”协同,其发展理念

是在“三化同步”“四化同步”基础上逐步完善而成

的。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大大加

快,但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耦合度整体上较低,
且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和基础设施投资的贡献

较大[8]。尽管取得了喜人成绩,但人们发现仅仅

依靠超前的工业化、过度的城镇化,而没有农业现

代化的同步发展,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落后

面貌[9],且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大部分省市“三化”
都呈 现 脱 节 现 象,“三 化”的 融 合 水 平 还 不 够

高[10]。2012年,党的十八大在“三化”基础上新

增“信息化”,正式提出“四化”同步的发展道路,为
中国经济更稳更好更快发展打下基础。众多学者

开始着手研究中国各区域“四化”协调的特征,结
果发现有显著的空间差异,且多数区域的协调度

并不高,或多或少存在“一化”或“几化”的滞后状

态[11]。总体上,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农业现代

化发展相对滞后,信息化融合城镇化、工业化、农
业现代化程度及其推动作用的地区差异明显[12]。

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其
中“绿色化”发展理念的提出是中国治理现代化战

略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总的来看,概念上,我国

“五化”相关文献中存有“五化”协同、“五化”协调

和“五化”同步[1314]等多种表述;研究内容上,主
要涉及“五化”间的联系、“五化”评价指标体系构

建、“五化”影响机制探讨等方面;研究方法上,学
者们多采用综合指数法、VAR模型、DEA动态效

率+HR模型、耦合度模型等进行评价;研究对象

上,多是在国家、城市群和区域尺度等宏观层面的

分析为主。辽宁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高城镇

化率地区、农业强省和东北对外开放的主要门户,
对于振兴东北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以

辽宁省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五化”协同发展综

合指标体系,运用协同度模型评价2000—2017年

辽宁省“五化”协同发展水平,在评价其发展状态

的同时找出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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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化”协同的机理

“五化”是指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

镇化、信息化和绿色化,“五化”协同是我国新时代

经济发展转型的时代产物。根据 Haken[15]提出

的协同学(synergetics)理论,协同发展是指系统

内部各个城市之间同步与差异的有机统一,增强

同步性,消除差异性,以实现共同繁荣的整体效

应。如图1所示,“五化”中的各“化”并不是相互

独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有机

统一整体:第一,新型工业化是辽宁省强省之本,
“新型”是指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

促进信息化,实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

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第

二,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则是在于不再以牺牲农业、
粮食、生态环境为代价而获取发展,而是着眼于农

民,实际解决农民问题,实现城市功能升级,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业互

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

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

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第三,农业现代化则

是指发展的目标将不再局限于粮食产量的机械增

长,而是解决粮食优质高产的问题,通过新型工业

化获取资金与技术,有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大生产,
从根本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为
新型工业化输送原料和劳动力,同时通过新型城

镇化发展能为因农业现代化产生的大量农村剩余

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拓展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空

间。第四,信息化是推动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借
助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将“各化”的信息

与人、与“物”充分融合,提高发展效率,推动社会

进步,以期得到发展的新动力。第五,绿色化的加

入突显了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为各“化”的发展

都提供了明确的价值导向,是高级别的价值观和

发展观。

图1 “五化”协同作用机理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数据全部来自2001—2018年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

建设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

环境统计年鉴》及《辽宁统计年鉴》。

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权重确定

在充分参考前人研究结果以及指标选取原则

的前提下[16],按照目标层、子系统层、准则层、指
标层的方法建立辽宁“五化”协同发展综合评价体

系,各指标的权重采用熵权法确定,具体内容如

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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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辽宁省“五化”协同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子系统层 准则层 指   标   层 权重

新

型

工

业

化

工业化程度
工业化程度/%  0.092
工业总产值占GDP比重/% 0.226

经济效益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  0.15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 0.225

劳动生产率 工业人均生产率/%  0.209

科技含量 研发水平/%  0.093

新

型

城

镇

化

人口城镇化
城镇人口规模/%  0.081
城市人口密度/(人·km-2) 0.103

经济城镇化
产业结构发展水平/%  0.139
城镇居民失业率/% -0.059

空间城镇化
城镇覆盖度/%  0.108
人均城镇道路面积/m2 0.089

社会城镇化
医院床位数/(张·万人-1)  0.189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 0.116
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0.115

农

业

现

代

化

农业生产现代化
农业劳动生产率/%  0.179
耕地产出率/(元·hm-2) 0.143

物质装备现代化
农业机械化程度/(kW·人-1)  0.135
单位耕地农业机械总动力/(kW·hm-2) 0.111
机耕面积占比/% 0.158

农业生活现代化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0.222

农业环境保护 单位耕地化肥施用量/(kg·hm-2) -0.054

信

息

化

基础设施
移动电话普及率/(部·百人-1)  0.174
人均邮电业务率/(元·人-1) 0.186

产业技术 每百万人发明专利申请量/(个·百万人-1)  0.263

应用消费 互联网普及率/(户·万人-1) 0.107

知识支撑
信息行业就业比例/%  0.143
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人 0.127

绿

色

化

绿色基础设施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  0.093
人均城市园林绿地面积/(hm2·万人-1) 0.197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数量/(辆·万人-1) 0.097

绿色消费
二氧化硫排放量/(t·a-1) -0.123
生活废水排放量/(t·a-1) -0.084
单位GDP能耗/(万吨标煤·亿元-1) -0.110

绿色投资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生产总值比重/%  0.111

能源利用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0.064
能源加工转换效率/% 0.121

  各指标域权重的确定将采用熵权法,因其具

有客观性,可避免主观赋权的非客观性、随意性及

可能存在的偏颇与误差。由于各评价指标间在计

量单位等方面存在差异性,为了消除变量间的量

纲关系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使数据具

有可比性。

2.“五化”发展水平测度模型

结合辽宁省实际情况,构建新型工业化发展

指数、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农业现代化发展指

数、信息化发展指数、绿色化发展指数,进一步计

算,将以上五个子系统发展指数再进行加权综合,
即可得辽宁省“五化”综合发展指数Z(z):

Z(z)=a∑
m

i=1
αigi+b∑

m

i=1
βici+d∑

m

i=1
γini+

e∑
m

i=1
μixi+f∑

m

i=1
σili (1)

其中αi、βi、γi、μi、σi 表示指标的权重;gi、ci、ni、

xi、li 描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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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绿色化特征的指标,是所得初始数据经过

标准化后得到的无量纲值;a、b、d、e、f 为待定权

重且a+b+d+e+f=1。

3.“五化”耦合度函数与耦合协同度模型

耦合度通常用来反映各系统间相互作用的强

弱,为对“五化”各子系统间的关联程度、相互影响

的强弱程度做一个度量,笔者将借助耦合度函数,
通过推演所得耦合度大小可准确描述各子系统间

相互关系的强弱,因此在耦合度函数中代入辽宁

省“五化”各子系统发展指数可得公式:

C= G(g)×C(c)×N(n)×X(x)×L(l)
[G(g)+C(c)+N(n)+X(x)+L(l)]{ }5

1
5

(2)

  耦合度函数虽简单明了,但也有明显不足,即
一旦有某子系统函数值为0,整个系统的耦合度

都将为0,从而也忽略了其他子系统的函数值,这
是不符合社会实际发展情况的。因此,本文借鉴

李裕瑞等[17]评价“四化”发展时对物理学中耦合

度模型修正改进的思路与方法,对式(2)进行改

进,构建出辽宁省“五化”耦合度模型:

C= 2-5
[G(g)2+C(c)2+N(n)2+X(x)2+L(l)2]
[G(g)+C(c)+N(n)+X(x)+L(l)]2

(3)

  该函数数值同样介于[0,1]之间,且数值越接

近于1,则表明五个函数间的离散程度越小,“五
化”耦合程度越高。

然而,耦合度函数仅是对“五化”各子系统间

相互耦合作用强弱的度量,无法测度“五化”系统

协同发展水平的高低,因此,引入协同度这一概念

来完善该函数,构建耦合协同度模型,这样既可反

映“五化”各子系统间相互作用的强弱,又考虑了

其各自发展水平,计算公式为:

D= C×Z (4)
其中C为“五化”耦合度指数;Z 为“五化”综合发

展指数。
参考廖重斌[18]的划分标准,设定辽宁省“五

化”协同度等级划分标准(见表2)。

表2 协同度等级划分标准

协同度 协同等级

0.000~0.099 极度失调

0.100~0.199 严重失调

0.200~0.299 中度失调

0.300~0.399 轻度失调

0.400~0.499 濒临失调

协同度 协同等级

0.500~0.599 勉强协同

0.600~0.699 初级协同

0.700~0.799 中级协同

0.800~0.899 良好协同

0.900~1.000 优质协同

四、辽宁省“五化”协同

发展的动态变化

  1.“五化”综合发展水平

通过式(1)得出2000—2017年辽宁省“五化”
五个子系统各自的发展水平以及“五化”综合发展

水平,结果见图2。

图2 2000—2017年辽宁省“五化”发展指数

  从时间序列上来看,辽宁省“五化”综合发展

水平具有三个特征:第一,“五化”综合发展水平整

体呈现上升趋势。2013年前指数稳步上升,由

2000年的0.11上升到2013年的0.75,综合发展

水平上升幅度较大,2014年后略有下降,直到

2017年再次上升至0.77。第二,新型城镇化水平

稳步提升,其他“四化”波动提升。第三,新型工业

化波动幅度最大,在2013年时大幅下降,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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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出现回暖。
从各“化”自身发展上看,新型城镇化发展水

平总体上上升较大,发展指数由2000年的0.10
上升到2017年的0.92,与其他“四化”相比发展

较好,但其发展过程在“五化”中一直没有显得特

别突出。这其中的原因在于过去辽宁省城镇化发

展质量不高,地域间发展不平衡,近年来人口流失

愈发明显,城镇化发展动力不足,城镇公共服务设

施、居民生活条件等软环境不够完善,制约了辽宁

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呈现了一种先上升后下降

的趋势,以2013年为节点,2013年前工业化一直

呈现上升发展,从2000年的0.15增加到2013年

的0.88,但在2010年时即已出现缓慢不前的信

号,2013年后更是大幅下降。这其中的原因在于

辽宁省是资源大省,工业资源丰富,在普遍技术落

后、仅靠资源发展的时代,辽宁省工业化能得到较

好发展,但随着资源的逐渐枯竭、产业结构单一弊

端的凸显、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增强,之前辽宁省

粗放型发展、技术落后的短板开始显现,工业化发

展开始下降。在要求全面升级转型的大背景下,
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去腐生肌的

过程,是为辽宁省全新的工业化发展所做的必需

的铺垫,值得欣慰的是,2017年新型工业化开始

出现回暖。
农业现代化虽增长缓慢,但 慢 中 有 升,到

2017年增长至0.80,原因在于辽宁省的先天条件

优越,凭借广阔的海岸线和丰富的土地资源,农林

牧渔业资源丰富,特别在“十一五”“十二五”期间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速转变的建设成效显著,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但也因其收效缓慢,
政府往往会选择把有限的资金投资给回报率更大

的产业,资金与技术的支持不充足导致基础设施

不够完善,因此资金短缺、缺少科技投入是制约辽

宁省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信息化发展相对强势,从2000年的0.02稳

步增长到2017年的0.96,进入大数据时代后,信
息化发展意味着新的发展与新的机遇,因此受到

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资金与技术的投入也较大,
并且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信息化发展必需的人

力资本和高素质人才队伍也逐渐扩大,为信息化

发展提供充足动力。
绿色化发展波动上升,2017年增长到0.80。

早期辽宁省主要依靠工业和资源来发展经济,公

众的绿色环保意识不高,依靠环境牺牲来换取经

济发展的现象普遍存在,但在中央发出明确的生

态文明讯号后,辽宁省在绿色投资、绿色消费和

绿色公共服务方面显著加大了投入,使得绿色化

指数不断上升。近几年借助公共平台的环境保护

宣传和中央政府明确出台的生态保护条规,辽宁

省将生态环境纳入考核,更是使绿色发展的理念

深入人心。

2.“五化”耦合度分析

将相关数据代入式(3),测算得出辽宁省“五
化”耦合度(见图3),可以看出2000—2017年辽

宁省“五化”耦合度属于中高度耦合水平,2000—

2002年间处于0.82左右,2002年后大多数年均

处于0.95以上,说明辽宁省各“化”间关联程度较

高、相互间影响也较强,根据“五化”耦合度的变化

趋势,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图3 2000—2017年辽宁省“五化”发展耦合度和协同度

  第一阶段(2000—2002年),辽宁省“五化”耦 合度在0.82附近徘徊,原因在于这一阶段新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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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新型城镇化发展缓慢,带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的作用较小,信息化起步较差,绿色发展理念及环

保意识不强,导致各子系统无明显提升,“五化”耦
合度增长不稳定。第二阶段(2003—2010年),辽
宁省“五化”耦合度处于明显上升的趋势,原因在

于这一阶段辽宁省大力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加
大了对信息产业的投入,推进了农业产业化的发

展,促进 了“五 化”耦 合 度 的 提 升。第 三 阶 段

(2011—2017年),辽宁省“五化”耦合度有所下

降,主要由于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关

键时期,辽宁省正逐步淘汰传统制造业向新型产

业转变,工业化呈现L型发展,一些尚未根本解

决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的集中爆发,导致了产业

结构、经济结构出现失衡,导致各子系统间存在不

平衡发展,耦合度有所下降。

3.“五化”协同度分析

将相关数据代入式(4),测算得出辽宁省“五
化”协同度(见图3),协同度等级划分标准见表2,
可以看出,辽宁省“五化”协同度总体上呈现上升

趋势,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

2004年),“五化”协同度虽然从2000年0.30提

高到2004年0.47,但尚处于濒临失调的阶段,原
因在于这一阶段辽宁省经济发展方式较为粗放,
发展效率不高,“五化”子系统发展水平也并不高,
导致这一阶段“五化”协同度较低。第二阶段

(2005—2011年),“五化”协同度从2005年0.52
提高到2011年0.78,介于勉强协同与初级协同

等级之间,这一阶段主要是由于辽宁省区域经济

发展不平衡,经济结构也不合理,第三产业占比逐

年下降,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不足,工业化与信息

化融合度也不高,绿色化明显滞后,导致这一阶段

“五化”协同度不高。第三阶段(2012—2017年),
“五化”协同度从2012年0.84提高到2017年

0.86,介于中级协同和良好协同等级之间,这一期

间新型工业化指数大幅下降,虽然信息化加速增

长,但对新型工业化的正向作用还未显现,导致协

同度小幅下降,在2017年时各“化”齐同发力,协
同度逆势回暖。

五、结论和建议

本文在分析“五化”协同发展内涵和原理的基

础上,通过建立辽宁省“五化”协同指标体系,运用

熵值法计算辽宁省“五化”综合发展指数,运用耦

合度函数测算“五化”耦合度,运用协同度模型测

算“五化”协同度,结果表明:第一,辽宁省“五化”
综合发展指数整体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新型工

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各

自的发展指数也呈增长趋势,其中信息化发展指

数最高,工业化发展指数最低;第二,辽宁省“五
化”耦合度一直处于高度耦合水平,相互间关系很

强烈;第三,辽宁省“五化”协同度呈现缓慢增长趋

势,2013年前发展较快,近几年发展趋于缓慢。
“五化”协同是在当前经济大环境下的必然选

择,它的变化路线反映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变迁过

程,因此为促进辽宁省“五化”协同水平,建议从以

下五个方面进行提升:第一,强化信息化的引领作

用。信息化作为引领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

智慧城市的“大脑”,不仅能够提高行业的生产效

率,还可以通过信息化管理来进一步减少运行成

本,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

中,5G的兴起着实改变了传统城市内部运行的功

能结构,因此,辽宁省要提早布局,将信息化更好

地付诸于城市发展实践。第二,加速工业结构转

型,积极培育和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传统工

业已无法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在产业

升级转型、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辽宁省需积极

作出应变才能不被时代的浪潮所淘汰,变被动调

整为主动转型,大力发展现代装备制造业,改造提

升传统产业,培育发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同

时,努力加强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用信息技术来

指导工业企业升级,在产品设计和定位、工业流

程、工业管理及市场拓展等方面发挥信息化的作

用。第三,推进质量型城镇化发展。以往的城镇

化发展都只注重空间城镇化,而忽略人口城镇化,
造成了至今为止人口城镇化远远落后于空间城镇

化的结果。近阶段辽宁省人口流失现象值得警

惕,人口流失说明省内城市公共服务质量低,城市

吸引力和竞争力不足,应通过改善营商环境、宜居

环境等吸引人口、人才流入。必须要认识到只有

尊重人的发展,才能在城镇化进程中与劳动力充

分结合起来带动产业发展,进而带动新型城镇化

发展,形成优质健康的良性发展格局。第四,提高

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辽宁省作为我国重要的农

业大省,具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十分适合农业的发

展,在农业基础条件优良的前提下,应着重提升农

业生产的科技含量,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科技创新

为手段,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进农业结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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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性调整。第五,重新评估并提升绿色化在“五
化”协同中的作用和地位。绿色化虽然是最新出

现的一“化”,却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倒逼着城镇

化的质量以及现代工业技术含量的提升。辽宁省

作为工业大省、资源大省在以往的发展中对绿色

化的认识和评估不足,因此在下一阶段的协同发

展中,要重新评估绿色化的潜在价值和可能应用,
不能仅将绿色化等同于环境保护,而是要以绿色

化带动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带动城镇智慧化的

宜居发展,成为振兴辽宁的关键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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